
2021 年第 5 期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

张 越

内容提要 郭沫若等人最早尝试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做整体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初步形成于《读书杂志》发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

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虽分别基于“知其所以然”和从社会性质深入

到社会史的两种研究路径而发起，表现为“根据地下发现的实物”探求“唯物论的适应度”和为

了考察社会性质而去追索其“逻辑发生”的“史的生成”这两种研讨形式而展开，却都是有意识

地运用唯物史观考察、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本

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将史实“嵌入”理论的研究方式，看上去便与从史料出发

并标榜史学“求真”的学院派史学之间存在着间隙，一时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同。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 社会史论战 《读书杂志》
作者 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引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国时期逐渐发展为颇具影响的史学思潮。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展开

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社会史问题论战，因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一直受

到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方面的中外研究者的重视，已有研究成果在对论战过程的梳理、论战观点

的辨析、论战影响的评价、论战作用的总结等方面都有较为全面的论述。① 然而，鉴于论战本身的

复杂性，特别是在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关系等方面，仍存在着泛泛而论、看法不一的情况，

已有的较为充分的研究不仅会使一些相异的观点反映得更为突出，还会展现出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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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及重大问题研究”( 19JJD770004)

的阶段性成果。
如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79 年版;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

版社 1992 年版; 罗梅君著，孙立新译《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 和 4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

版社 1997 年版; 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1927—1937)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彭卫、杨艳秋《马克思主义史学

思想史》第 3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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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学者将社会史论战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次严重较

量”①; 有学者强调“将陶希圣等诸多涉及社会史论战之人统统归入‘唯物史观派’”，“这是极为错

误、极为糊涂的观念”②; 另有学者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中共史学是不恰当的”，“不少学

者亦因政治立场或党派背景的牵连，其学术研究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得不到

客观审视”。③ 进一步言之，何时并怎样产生了较为明确地把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研

究意识? 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模式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更多人所接受? 怎样看待站

在不同政治立场或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纷纷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历史的现象? 社会史论战对于马

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问题尚有待于在进一步细化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试围绕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这一主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略人所详，对相关

问题再作考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唯物史观固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源头，但是唯物史观

在当时是作为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种，主要是转徙日本传入中国的。且不说国人了解的全面

性和深入性有多少，即令当时对唯物史观极为重视的有识之士，也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据此

观察中国的现实问题而非历史问题。十月革命前后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先驱，重

在介绍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理论、阐述马列主义理论观点，他们所论述的理论资源大都涵盖社会

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以此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部分及于近代中国革

命史、中国工运史、中共党史等“史”的论述，如蔡和森《社会进化史》( 1925 年) 和《中国共产党史的发

展》( 1926 年) 、恽代英《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1927 年)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 1930
年)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1930 年) 等，也主要是围绕着现实中的革命问题而展开。李大

钊的《史学要论》( 1924 年) 等一系列相关论著，在传播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先驱的这些论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打下了理论基础。总体而言，在 1928
年至 1930 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处于形成前的准备阶段。

1928 年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渐趋激烈，起因固然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所面临的中

国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为了检阅革命失败的原因，规定革命的政纲，不得不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性

质，各党各派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纲，打击敌党敌派的政纲，也不得不争论辩护中国社会的性质”④，而

共产国际方面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歧见，也成为争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

主要推助力。1928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议决案，提出“中国

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的论断。⑤ 已

经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倾向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不赞成中共六大的决

议精神，追随陈独秀的“托陈取消派”在反对中共干部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的同时，“苏联普

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以及托洛茨基、拉狄克、沙发诺夫等人关于中国社会史

的分析，成了他们常常征引的理论依据”⑥，形成因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所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学者

之间不同意见对立的局面。1928 年 1 月创刊的《新生命》杂志、1929 年 11 月创刊的《新思潮》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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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叶桂生、刘茂林:《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第 9 页。
乔治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学术研究》2020 年第 11 期，第 107 页。
陈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中共党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32 页。
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 1937 年版，第 59 页。
《土地问题议决案》( 1928 年 7 月 9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14、409 页。
叶桂生、刘茂林:《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中国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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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1930 年 7 月创办的《动力》杂志等成为发表倾向性观点言论的平台，不同政治派别的论战参与

者纷纷用唯物史观判定中国的社会性质，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时期、商业资本主义时

期、初期资本主义时期、封建社会时期、小农农业社会等各种观点，而要更深入系统地阐明这些观

点，把唯物史观用于认识中国社会作“史”的研究则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把唯物史观用于认识中国社会作“史”的研究

对现实的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必然会牵涉到社会史问题。较为明确地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社

会性质问题的，以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 1929 年) 以及郭沫若《中国古

代社会研究》( 1930 年) 等论著开其先声。1929 年 1 月，陶希圣将他在《新生命》杂志发表的部分论

文结集出版，成《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几年间重印 8 版。① 陶希圣提出:“要扫除论争上的疑

难，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 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②《中国社会之史

的分析》尝试把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官僚集团、民
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宗法理论与实际等专题的讨论，试图认识中国现实的社会性质，多数结论都指

向现实中的阶级阶层、社会结构、政党纲领、革命理论等问题，“史”或“社会史”的元素多服务于社

会性质问题讨论，基本观点是论证“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坏，封建势力还存在着”。③ 半年后出版

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主旨在说明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崩坏过程”，其核心解释在于“指出中国社会

是含有封建要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两书论述的观点先后相联，后书用唯物史观作中国“封建社

会史”的系统论述，更具以历史介入社会性质问题讨论的意识，书中还特别提示其“用意在提出历

史的事实，供读者尤其是历史唯物论者的讨论和批评”。④ 郭沫若对此甚有同感。他在看到陶希圣

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后，写了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相关的唯一一篇文章《读〈中国封建社会史〉》，

文中除了用已知考古学成果批评陶希圣的观点外，认为“对于中国的社会，近来已有人作史的研

究，这是很可贺的现象”，“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每每要求我们回顾过往的轨迹。中国近来渐渐生

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的史的研究，就是这个动机的表现”。⑤ 与陶希圣一样，郭沫若也认为对中国社

会作“史”的研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正确途径。“许多在 1928—1930 年论战开始阶段问世的著作，

都毫不掩饰地将上溯至中国有史之初的历史讨论和据称是源于其历史分析的挽救革命的良方混合

在一起。”⑥

郭沫若在 1928 年 2 月流亡日本。在日期间，郭沫若与国内学界联系不断，他的文章、著作不断

在国内发表、出版。⑦ 到日本后他开始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更多地是受到后期创造社中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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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宜昌认为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 萨孟武译的

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 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 即经济批判论) 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
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之点”。见王宜昌《中国

社会史论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第 25—27 页。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绪论”，上海新生命书局 1929 年版，第 1 页。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绪论”，上海南强书局 1929 年版，第 90 页。
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绪论”，第 1、91、4 页。
杜荃( 郭沫若) :《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新思潮》第 2—3 期合刊，1930 年 1 月，第 2、1 页。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 35 页。
如在国内出版《反正前后》( 上海现代书局 1929 年版) 、《我的幼年》( 上海文艺书局 1931 年版) 、《创造十年》( 上海现代

书局 1932 年版) 、《黑猫》( 上海现代书局 1933 年版) 等书，在《创造月刊》发表批评鲁迅的文章( 1928 年) ，参与国内文坛关于“国

防文学”与“大众文学”等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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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共党员朱镜我、李初犁、彭康等人的直接影响，“我主要是要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

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要就中国的思想，中国

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这种工作的动向，虽然由于我的教养和所处的

环境有以促成，但确实是经过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的‘挤’，我也愿意很坦白而公平地承认的。”①

1928 年 8 月，他完成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二

文，以“杜衎”为笔名连载于《东方杂志》上②，后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0 月 28 日，郭沫若完成

《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随后以“杜顽庶”为笔名在《思想》月刊发表。《思想》月刊是

后期创造社朱镜我主编的刊物③，该刊第 2 期曾发表朱镜我的《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

溯》，作者表示该文“介绍 Wittfogel 的 Das erwachende China( 魏特夫的《觉醒的中国》———引者) 的

见解，而用这样的见解与方法去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企图，在中国，即在世界中，亦是不大多见”。④

郭沫若则意识到“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认为朱文

“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这大约也是他所依据的 Wittfogel 的 Das erwachende China 误了

他”，“所以我在这儿要发表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我的意见”。⑤ 这说明郭沫若最

初用唯物史观设定“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直接缘由之一，是针对魏特夫和朱镜我的中国

古代社会的观点而来。郭沫若后来将《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

书的“导论”⑥，可见他对该文的重视程度，而完成该文的时候，被认为是国内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起

点的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也才刚刚发表⑦，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共干部派一系的

《新思潮》杂志、托陈派《动力》杂志等尚未创刊。就此而言，不论是郭沫若还是陶希圣，无论是他们

具有的研究社会史的意图，还是着手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在时间上并不比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晚。
完成《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两文后，郭沫

若深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仅凭古典文献材料的不足，材料的欠缺严重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在写于

1929 年 5 月的批评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的文章中，郭沫若着重强调了史料问题:“要来研究中

国的社会须有几个先决的问题。第一是方法的问题; 第二是处理材料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

“还是处理材料的问题困难”。“中国社会史的材料有他三种困难性。( 一) 是周以前的材料苦于少

而难于接近，( 二) 是周以后的材料苦于多，而难于归纳，( 三) 是周代的材料苦于伪而难于甄别。第

一第三的困难非从考古学( 不是中国的古董趣味! ) 入手不可。”“我自己目前的题目是中国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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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郭沫若:《跨着东海》，孔另境主编:《今文学丛刊》第 1 本，上海春明书店 1947 年版，第 24 页。“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主

要有李初犁、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等人。
《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连载于《东方杂志》第 25 卷第 21、22 期，1928 年 11 月;《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

的反映》连载于《东方杂志》第 26 卷第 8、9、11、12 期，1929 年 4、5、6 月。
陶希圣曾回忆:“左翼分子出版了一个月刊，最初叫做《思想》，后来屡次改名。这个刊物也发表一些长篇论文，力说中国

社会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见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2 页。
朱镜我:《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思想》第 2 期，1928 年 9 月，第 16 页。
杜顽庶( 郭沫若) :《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前言》，《思想》第 4 期，1928 年 11 月，第 1 页。该期“编后”称:“‘中国

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杜君之论文，并不是我们全部同意的见解。”第 2 页。
《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题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据李斌考察，《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在 1930 年代初期至少印了大约 10 版: 上海联合书店于 1930 年 1、3、5 月先后印了 3 版; 上海现代书局于 1930 年 3、
4、5 月，1931 年 9 月，1932 年 10 月先后印了 5 版; 上海新新书店 1930 年 3 月印了 1 版; 另有一家中亚书店也印了 1 版，但没有版权

页，疑为盗版。( 感谢李斌研究员提供资料)

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发表于《新生命》第 10 期，1928 年 10 月。陈峰认为: “社会性质论战大约可以

1928 年 10 月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为起点。”见陈峰《民国史 学 的 转 折———中 国 社 会 史 论 战 研 究 ( 1927—
1937) 》，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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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向奴隶制度更向封建制的转移，已经研究得稍有头绪。”①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从奴隶制

向封建制发展，看到史料的重要性并着手考辨新史料，大概是他有了“研究得稍有头绪”之说的自

信。此后他用卜辞和金文材料完成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 1929 年 9 月) 、《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

观》( 1929 年 11 月) 两篇文章，实践着他自己所说的“非从考古学入手不可”的研究方法。
从上述文章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

究思路: 首先，基于现实需求而研究历史问题，“对于未来社会的展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

过往社会的要求”③; 其次，从新史料入手探求古代社会的历史真实，做到“知其然”“实事求是”，而

要做到这一点，“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

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④; 第三，从历史事实层面进入历史解释层面，尽管恩格斯的“‘家庭私产国

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⑤，但是借助于唯物史观能够达到“知其所以然”和

“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的目的。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⑥ 通

过这样的研究路径，作为书中“导论”部分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阐述了作者最初的古史

分期观:“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周代———铁的出现时期———奴隶制”“周代以来至最近

时代之概观”以及整体上的“中国社会之概览”，勾勒几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演进与接

替过程，提出了殷周之际是奴隶社会、周秦之际开始是封建社会、清末是资本制的分期观点。⑦ 《中

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并借助甲骨金文和文献材料阐述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

段和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从学术指数、研究水平和影响范围等方面来看，说该书是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开山之作，是恰如其分的。
20 年代末还有一位着手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是熊得山。⑧ 他在 1929 年出版了

《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书，“我委实关于中国的社会，从横的方面和直的方面都检讨了一番”⑨，这里

的“直的方面”就是中国社会史的纵向研究。作者对中国古史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观点有些模糊:

把夏以前称为“原始共产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大概是发轫于夏代，至周初算是繁荣到极端

了”，秦统一以后“中国社会的纽带就是宗法”，在宗法社会中，“土地资本还在称雄的时候，封建思

想是不易打倒的”，“中国近代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宗法社会之延长”，“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

以后，中国的社会———土地资本，就开始崩溃，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日渐破产”。瑏瑠 对中国近代社会

性质的判断指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书“在当时也颇风行一时”瑏瑡，是先期完成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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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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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杜荃( 郭沫若) :《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新思潮》第 2—3 期合刊，1930 年 1 月，第 2—3、4—5 页。
该序写成于 1929 年 9 月 20 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新新书店 1930 年版，第 1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第 4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第 5 页。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1949 年 10 月，第 30 页。
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 225—227 页。
熊得山( 1891—1939) 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革命活动，曾翻译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起

源》等，1922 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与李达一起退党。此后继续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时人评价熊得山:“中国社

会史论战，他也是参战者之一，他所提供的两篇论战文字———《中国农民问题之史的叙述》与《中国商业资本的发生之研究》———
也同样是以矜审的科学态度，检讨中国社会的纵段面……根据马克斯的见解以廓清时人种种谬见，均具有过人的卓识。而一般参

与论战者那种武断谩骂的通病，在他是绝对没有的。”南湖( 胡鄂公) :《纪念熊得山先生》( 二) ，《申报》，1941 年 2 月12 日，第2 版。
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弁言”，上海昆仑书店 1929 年版，第 3 页。
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第 211、229、224、231、232 页。
齐思和在该文中也认为: 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没给予封建制度一个明确的定义，便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始于夏

‘自不成问题’”。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 2 卷，1949 年 10 月，第 29—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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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著作之一。
综上，“20 世纪 20 年代末，唯物史观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法则，而是具体化为中国社会史研

究”。① 郭沫若、陶希圣、熊得山等明确意识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他们是最早把唯物史观用于

认识中国历史作“史”的研究的学者，时间都在《读书杂志》展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前的三两年

间。具体到这三人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又各有各的特点。郭沫若和熊得山都是或曾经是中共党

员②，郭沫若更多地是从学术研究须“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认知逻辑，并沿着历史研究须从

史料入手的方法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含量更高，以致顾颉刚说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③; 熊得山是要通过研究中国社会史，阐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

质。至于陶希圣对于唯物史观的态度，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笔者赞同这样的看法:“他们当时的主

要兴趣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其中自然也包括唯物史观，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接受的马克思主

义，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的一种而接受的”，陶希圣“赞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

国社会，而反对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欧洲的研究成果生硬地运用于中国。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

态度，自有其可取之处”。④ 陶希圣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时的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左派，其治史动机

自然与中共干部派差异甚大，日后他追随蒋介石，完全走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林甘泉认为:

“陶希圣的个人问题是他政治态度问题，要与其学术分开来讲。”⑤陶希圣较早具有社会性质研究须

从社会史研究做起的研究意识，这一点似不应被忽略。顾颉刚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

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⑥，此说不无道理。就此而言，马克

思主义史学最初开始于 20 年代末，随后在《读书杂志》上展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则大大扩大了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二、《读书杂志》开展的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王礼锡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中国社会史问题，并在其主编的《读书杂志》开启了中国社会史问题

论战。
1931 年 4 月《读书杂志》创刊，王礼锡在“发刊词”中说: “我们的研究，不限于一个国度，不限

于学术的一个门类，不限于几个人生观的兴趣，我们希望能够适应客观的需要的一切”，“我们不是

宣传主张的刊物，而是介绍主张的刊物; 我们这里不树立一个目标，而为读者忠实地摆出许多人们

已经走过，正在走着，或正想去走的许多途径”。⑦ 很明显，拓宽思想视野、注重现实问题、探索发展

道路是该刊的主要办刊宗旨。
《读书杂志》创办伊始，兼及关注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意图非常明确，创刊号所附“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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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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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37 页。
1927 年 8 月下旬，南昌起义部队攻占瑞金期间，“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沫若在中国共产党

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加入，这是因为他充分认同中共的革命纲领。从此以后，郭沫若一直是中共的秘密党员”。李斌:《女神之光:

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6 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 1947 年版，第 100 页。
贺渊:《社会史论战的先声———〈新生命〉杂志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探讨》，《南京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第 97、98 页。
林甘泉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参加的人很复杂，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有些参加论战的人前后的政治态度、理论倾向都有变化。搞学术史的人要持一种理性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笼而统之，

搞一刀切。”沈颂金:《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文史哲》2003 年第 2 期，第 19—20 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 100 页。
王礼锡:《发刊词·〈读书杂志〉发刊的一个告白》，《读书杂志》第 1 卷特刊号，1931 年 4 月，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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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特意提到:“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真确的认识，很难确定中国政治

的前途。所以本志特为这个问题，设一个‘论战’。”①而该刊创刊号及第 2 期所开辟的专栏名目却

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论战主题已经从“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悄然转变为“中国社会史”问

题。王礼锡说明了讨论主题由“社会性质”延伸为“社会史”的原因: 现实的情况“不能不使一般有

思考工具———唯物史观———的人，沉入于更深刻的思考，从行动动向的怀疑，而考察社会的动向; 从

社会的动向，而考察社会的本质; 从社会的本质，而就流动中考察社会的史的生成”，“于是，中国社

会史的问题，遂逼着各阶级各党派的学者为着它以斗争的姿态在思想的战场上出现”。② 形象地表

述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工具，从考察社会性质到考察社会史的认知过程，而论战依然还是“各阶级

各党派的学者”在思想领域的“斗争”。王宜昌也有同样的认识: “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目的，在

一方固然是在于学术真理的探讨，但重要的却是为的认识当前的社会，由理解当前社会的必然法

则，从而变革社会。我们要周到地明白地批判当前的社会，我们是不只要求当前社会阶段的发生发

展变化消灭的认识，而是又要理解过去种种的社会发展阶段，即理解整个的历史。”③考察社会的本

质，需要考察“史的生成”; 认识当前的社会，需要“理解整个的历史”。王宜昌在另一篇文章中说:

“从这种思想和政治的追求，必然要追求到古代的历史。古史的研究，便必然地从这种‘理论形式’
的逻辑发生了。”④这是在社会性质问题争论得漫无头绪的情况下，试图把论题进一步推向深入的

努力，思路的转换终于把“中国历史”纳入唯物史观的解释系统中，“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现在已引

起各方面的兴趣”。⑤

《读书杂志》在第 4—5 期合刊推出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第 1 辑，此举引来了更多人

的重视，来稿也骤然增多，“专号”第 2 辑预期刊载的稿子达 31 篇，“计算已经印成的稿子，竟有一

千八百余页之多，即或书局中可以牺牲，而这本杂志也无法装成这样厚。只好这样截取一部分，先

出版第二辑”，故该期仅发表 11 篇论战文章。⑥ 《读书杂志》在 1931 年 8 月、1932 年 3 月和 8 月、
1933 年 4 月刊发的四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主战场”，

标志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正式转入社会史问题论战阶段。从专栏发展到专号，从“中国社会

的性质”问题转为“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研究的关注度已经超过了此前讨论的社会

性质问题。《晨报》《益世报》《三民半月刊》以及吴承仕等创办的《文史》等报刊也刊载有讨论社会

史问题的文章。站在不同政治立场、对唯物史观有不同程度理解和持不同政治目的的参战者，在当

时的情况下，结合理论、现实、历史，对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讨论各尽所能、言无不尽，在中国知识界出

现不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论战的方式得到了充分展示，形成了“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

入”⑦的冲击力。
社会史论战延续着社会性质论战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的特点，如王礼锡说，社会史论战

“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

法做武器”。⑧ 杜畏之也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样，只有一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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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读书杂志》第 1 卷特刊号，1931 年 4 月，第 2 页。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第 5 页。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第 5—6 页。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第 14 页。
《编者的话》，《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3 期，1931 年 6 月，第 3 页。
《编者的话》，《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第 3 页。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 7 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4 页。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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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论。”①社会史论战讨论的主要问题，先是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展开，进而扩展到中

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发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等问题，为了

说明这些问题，讨论的重点还深入到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以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井田制所反映

的土地制度等更为具体的问题上面。主要问题都指向了历史层面，而且是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

研究模式解读中国古代历史，探析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在此过程中，生产方式、生产工

具、经济制度等因素成为讨论的基本内容，而这一切都有着共同的理论支撑即唯物史观。论战的重

心就此从现实问题转移至历史问题。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

史论战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向，即在讨论的问题上更强调历史本身的问题”，“到 30 年代早期

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达到顶峰时，历史自身已经成为了辩论的一个主题”。② 尽管参加论战的大部分

人并未十分重视材料的搜集和使用，但是论战本身还是成为辨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性质的历

史学层面的讨论。
《读书杂志》开辟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讨论，一直伴随对论战本身的反思与总结，如王礼锡

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③、王宜昌的《中国社会史短论》④、《中国社会史论史》⑤、李季的《对于中

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⑥等，每期论战专辑的“编者的话”“编后”语也对论战文章作了介绍。
论战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被指出来。譬如: “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 谁都

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⑦论战者“不暸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

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⑧ 后人也有同样评价:“论战立足于批判，通常只论他

人之非，不顾他人之是，而且判定是非的标准往往是主观的，情绪化的议论代替了理性的学术探

讨。”⑨即便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日后曾自我评价说: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

1920 年( 应为 1930 年———引者) 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

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

响。”瑏瑠尝试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框架概括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等概念论证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全新之举，与当时史学界崇尚

以“求真”为目标的重视史料、“科学”的历史考证学也大相径庭，加之社会史论战参加者的理论素养

不一、政治立场不同以及针锋相对的论战氛围，出现各种简单化、教条化倾向确实难以避免，但是这些

都不能掩盖社会史论战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意义。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中国现代学术谱系

的衍化和学术思潮演进的角度来看，社会史论战最重要、最直接的学术成果，就是催生了唯物史观史

学的形成。”瑏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社会史论战时期仅是其形成阶段。
此前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研究成果的陶希圣和郭沫若，并没有过多地投入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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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第 14 页。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 113、37 页。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3、4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第 3 卷，1932 年 3 月、1932 年 8

月、1933 年 4 月。1934 年 7 月，作者将以此文为主的讨论社会史问题的文章整理成《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一书，由上海神州国光社

出版。
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第 2 页。
陈峰:《民国史学的转型———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1927—1937) 》，第 64 页。
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上海群益出版社 1947 年版，第 1 页。
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1840—1949) 》中册，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8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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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史论战中，尽管他们的观点成为社会史论战中的主要批评对象。陶希圣仅在《读书杂志》“中国社

会史的论战”专号上发表了两篇短文。① 1931 年底，陶希圣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

1933 年6 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筹建中国经济史研究室。“1931 年以后，他放过了当前，一头扎进故纸

堆中，更多地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并于 1932 年至 1936 年间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部

大作。”②

郭沫若没有介入社会史论战。《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9 期有读者王凤庭询问:“郭沫若是第一

个以辩证方法研究古史者，现在，因为研究的进步，所以他也成为研究与攻击的目标。但是《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至今已有三年，郭氏的意见，还是已有改变? 还是更深的维持他的主张?”
王礼锡答:“郭沫若先生见解今年不知有无变动，据我们去年还在日本晤见时，则对于其往日见解，

持之甚坚。”③王礼锡 1930 年赴日本，在东京与陈铭枢商议办刊事宜，1931 年夏返回上海，他在这里

所说的“去年还在日本晤面”，时间当为 1931 年在东京之时，这期间郭沫若居住在东京郊外，他们

见面并讨论过中国社会史问题应该确有其事。④ 此后《读书杂志》展开的社会史论战，面对各种批

评并在社会史论战中“成为研究与攻击的目标”，郭沫若并未作答。倒是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

产生的影响，使郭沫若成为社会史论战中的焦点人物之一。如《读书杂志》四辑论战专号中有多篇

文章专评或提及郭沫若的观点;《读书杂志》创刊号“著述界消息”中介绍了“郭沫若将有新著”出

版⑤; 论战专号第一辑“编者的话”介绍“郭沫若现在日本，专事潜心研究，不作其他活动，他最致力

的是古代史乃至史前的部分，所以他说: ‘我近来很少注意书上的记载，而专注意于地底的发

掘’”⑥; 多期杂志刊登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广告; 郭沫若被列为第 3 期“中国社会史

的论战”专栏的“挑战”对象之一⑦; 王宜昌将郭著视为论战期间所针对的“四大著”之首。⑧ 笔者推

测，郭沫若身在国外且在这期间潜心研究甲骨文、金文，应该是他无暇顾及论战中各种批评意见的

主要原因。在这几年中，郭沫若完成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 上海大东书局 1931 年版) 、《殷周青

铜器铭文研究》( 上海大东书局 1931 年版) 、《两周金文辞大系》( 日本东京文求堂 1932 年版) 、《金

文馀释之馀》( 日本东京文求堂 1932 年版) 、《金文丛考》( 日本东京文求堂 1932 年版) 、《古代铭刻

汇考四种》( 日本东京文求堂 1933 年版) 、《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 日本东京文求堂 1933 年版) 、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日本东京文求堂 1934 年版) 等古文字学著作。社会史论战参与者背景复

杂、人数众多，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更多的是置身于论战圈外的个人行为⑨; 社会史论战以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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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3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1932 年 8
月) 和《汉儒的僵尸出祟》( 《读书杂志》第 3 卷第 3—4 期合刊，1933 年 4 月) 。

贺渊:《陶希圣的前半生》，新星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27 页。
《通讯四则》，《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9 期，1932 年 9 月，第 10—11 页。
参见王锦厚《王礼锡与郭沫若》，《郭沫若学刊》1994 年第 3 期，第 59—62 页。
该则“著述界消息”称:“郭沫若近在日本除翻译小说外，正计划写一部先秦思想批判，全部约一二十万字……这是一部对

于中国学术很有关系的书。他对于春秋战国的社会认为是奴隶社会，根据这个崭新的见解去批判那时的思想，一定不少惊人的奇

论。”公孙无量:《郭沫若将有新著》，《读书杂志》第 1 卷特刊号，1931 年 4 月，第 5 页。
王礼锡:《编者的话》，《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第 2 页。
王礼锡说:《读书杂志》“第三期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挑战的专号，对各方面挑战的文字都有，挑战的对象有下列人物:

1 顾孟余、2 陶希圣、3 梅思平、4 陈独秀、5 郭沫若”。见《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2 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栏，1931 年 5 月。
见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第 41—46 页。

王宜昌所谓“四大著”的另外三部著作是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和任曙的《中国经济研究》。
乔治忠认为:“郭沫若在写于 1929 年 9 月的本书( 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引者) 《解题》中说:‘本书之出版全靠李一

氓兄督促斡旋，各种参考书籍的搜集也多靠他，我特别向他感谢。’李一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对郭沫若

此书的督促和协助，必然是党组织的既定工作。”见乔治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学术研究》2020 年第

11 期，第 104 页。此一推断虽不无道理，但尚待更多史料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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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批评攻讦为特征，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则是在考辨新史料、古文字及先秦典籍的基础上尝

试“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社会史论战发生在国内，却与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①，《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写成于国外，却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字考证学问做起。这些对比或许也可以反映出些许

社会史论战的复杂性，然而学院派②史家对正值热火朝天的社会史论战的态度则更明显地反映出

二者之间的疏离。

三、学院派史家与社会史论战的疏离

在社会史论战中，学院派史家大都置身事外。《读书杂志》刊出四辑“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

号，发表文章约 50 篇( 不包括通信及“编者的话”) 共百万余字，内容可分为社会史( “过去社会”)

类 25 篇、社会性质( “现社会”) 类 18 篇、理论与方法( “泛论”) 类 6 篇。③ 作者主要有王礼锡、李
季、戴行轺、杜畏之、胡秋原、陶希圣、梁园东、陈邦国、朱新繁( 朱其华) 、陈邦国、王亚南、王宜昌、熊
得山、周绍溱、王伯平等，另两类文章作者还有张横、季雷、刘苏华、孙倬章、刘镜园( 刘仁静) 、刘梦

云( 张闻天) 、朱伯康、任曙、钟恭、白英、沈余、学稼等。这些作者名字中，很难看到有当时的知名

“史学家”厕身其中。时人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近来谈社会史者，多是一般研究历史学以外社会

科学的人们，他们在理论方面，或许能占些优势，然而应用到实际，他们的弱点，便完全暴露了。
( 例如搜集史料知识的薄弱，鉴别史料技术的幼稚等等皆是，这并非他们的罪过，因为学问本是分

工的) 。”④学院派史家确实少有参与社会史论战，学问学科特点不同亦非全部原因。
在社会史论战中，有人已经意识到了论战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用史实适应理论的现象，这与学

院派历史研究路径大相径庭。如王宜昌说:“在 1927 年以前，顾颉刚傅斯年的对于古史的研究，便

应用着古书的考据方法，和新渗进了些神话解说等等。而在 1927 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

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⑤把史实“嵌进”理论，以史实

服从于理论，这在论战者看来正是他们区别于学院派史家的特点，也是他们的长处所在，王宜昌认

为史学家们从史料出发，“只能做着归纳法的分类比较的初步工作，如王国维、罗振玉等所为，而不

会有以‘理论的思维’为媒介的，对于原始社会的‘媒介的具体’的说明”。⑥ 不仅如此，一些论战者

还断然否定当时史学界偏向史料考证的研究趋向，如杜畏之说: “因为他们是校勘家，所以虽然立

志来整理古史，结果只是整理了古书，立志要‘建设信史’，而结果呢，颠来倒去只是些辨伪的工

夫”，“他们的批判只是技术的批判( 校勘学) ，所以他们只能得到技术上的成绩，因为他们只拿文字

学来整理古史，所以只能辨别古书的真伪，却未能触到‘古史’的边际。”⑦陈啸江也表达了类似观

点: 历史学者“始终跳不出考古学、考据学的圈子，把历史看为‘破罐子’，大做特做其补‘边’、修

‘底’、添‘把’、增‘嘴’一类的工作而无已时———亦不会有已时———好似一说历史，便可完全与现

实脱离关系者然，宁不痛心之极”! ⑧ 因此之故，“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研究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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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2 期。
这里泛指以历史学研究为第一专业或职业、以史家身份著书立说的“主流”史学家。
参见陈啸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决问题》，《社会科学论丛》第 3 卷第 1 期，1937 年 1 月。
陈啸江:《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编后》，《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3—4 期合刊，1933 年 5 月，第 367 页。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1931 年 8 月，第 2 页。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第 14 页。
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评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第 3 页。
陈啸江:《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编后》，《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3—4 期合刊，1933 年 5 月，第 367—3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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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郭沫若，则成为社会史论战中的批评对象。何干之回顾社会史论战时说: “可是很奇怪，在

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 指郭沫若———引者) 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请看四辑‘中

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陈邦国先生、周绍溱先生( 第一辑) ，王宜昌先生、李季先生、杜畏之先生( 第二

辑) ，王礼锡先生、王伯平先生、梁园东先生( 第三辑) ，王平先生( 第四辑) ，差不多一提起《中国古

代社会研究》，必大骂一顿。”①论战者认为，学院派历史研究究心于史料考证，只是局限于“技术

上”的辨伪功夫，既难以触及古史的“边际”，也隔断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这类看法遂造成了顾颉

刚所说的“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的

现象。②

在史学研究领域，有个别史家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姜亮夫在清华国学院学习期间，

曾在王国维家中见到过《资本论》，“我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只见书里面

用好几色打了记号。静安先生看了看我说: ‘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这事在我脑

中印象很深，我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而且思想也是非常前进。”③又如陈寅恪说他“在宣统

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④ 作为史学家的王国维、陈寅恪接触并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理论

著作，在当时应属个案。至少在大革命之前，史学界重视了解唯物史观的人并不多，用唯物史观重

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成果也不多见。如顾颉刚曾说: “我开始辨古史在民国十年……那时唯物

史观也尚未流传到中国来，谁想到研究历史是应当分析社会的!”⑤在 20 年代初期，即使是国内如

顾颉刚这样的学者，也并不清楚何为唯物史观。
社会史论战高潮期间，顾颉刚在 1933 年 3 月出版的《古史辨》第 4 册“序”中说: “我自己决不

反对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唯物史观不

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

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

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⑥ 这在大体上道出了一些史家不参与社会史论战的缘由。
更重要的是，社会史论战中普遍存在的公式化使用理论、轻视史料的现象是学院派史家所不能接受

的，如齐思和曾评价说:“其长处在能由大处着眼，而短处是题目太大，材料太少。有的甚至仅翻弄

‘矛盾’‘崩溃’‘演变’等名辞，发些八股式的议论，而不用心去搜集材料，所以成绩并不太大。”⑦

相比而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少在研究方法上颇得史学家的肯定。时在美国斯

坦福大学留学的张荫麟，读过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即撰写评论寄回国内发表，他将此

书与《古史辨》相提并论为“1930 年我国史界最重要两种出版品之一”，称郭著的最大贡献“尤在它

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⑧ 论战圈外的评论也看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罗振玉、王国维学

问的“整理”和新史料的使用，“这本书是清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本书，把前人———如罗振玉王国维

等———研究的成绩总括的整理了并且批判了一下，无论其批判的对与不对，但这步功夫总算是已有

04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 1937 年版，第 95—96 页。
顾颉刚:《顾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 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 页。
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 1 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2 页。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464 页。蒋天枢亦称:

“昔年先生尝语枢: 在德时曾读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增订本) 附录二，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17 页。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第 7 册上，第 64 页。
顾颉刚:《顾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 4 册，第 22、23 页。
齐思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为燕京大学史地学会讲》，《大中》第 1 卷第 5 期，1946 年 5 月，第 19 页。
素痴( 张荫麟) :《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天津《大公报》，1932 年 1 月 4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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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始做了，对于将来整理中国上古史的人一定有莫大的帮助”。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多半都

是很有见解的作品，尤其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及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两篇，因其系根据地下发现的实物

而作，更为有价值的文字。凡研究中国社会史者，不可不人手一册”。② 如此评价所彰显的《中国古

代社会研究》的史学意义，却是社会史论战中百万言的论战文字所欠缺的。③ 《读书杂志》展开社

会史问题论战的思路与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思路有同有异。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和《读书杂

志》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出发点都是为了认识现实的社会性质，不同处在于，郭沫若认同“罗、王二

家之业绩”，并借助新材料达到对古代社会“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研究目的，社会史论战则是

为了考察社会的本质而去追索其“逻辑发生”的“史的生成”。社会史论战显然忽略了作为历史研

究的基础的史料环节，也不太在意新史料对于古史研究的关键作用。
无论如何，社会史论战的喧嚣不可能不影响到学院派史家，他们没有积极参加论战，不等于他

们不关注唯物史观语境中的中国历史研究。在社会史论战期间，若干杂志推出了中国经济史研究

专号，都与社会史论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1932 年留学日本回国的朱谦之应聘中山大

学教职，于同年年底自费创办《现代史学》期刊，朱谦之留学期间值“日本思想界正是蓬蓬勃勃，大

量翻译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④，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了解。《现代史学》的“本刊宣言”提到

“Marx、Engles 等他们说明历史的社会变迁，注意在社会史上一切关系依于物质条件而变化的原则，

这种唯物的历史观再注重历史的现代性也没有了”。⑤ 该刊创刊号的编后语预告: “我们打算出一

个经济史专号。经济史是研究社会史的基础，要清算中国社会史，非先立好中国经济史的根基不

可。”⑥1933 年 5 月出版的第 1 卷第 3—4 期合刊即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发表朱谦之、陈啸

江、朱希祖、傅衣凌等史家撰写的 11 篇中国经济史研究论文，专号的“编后”总结说:“社会史实是

范围太泛的东西; 若它果有坚固的基础，那便是作其底子的经济史。所以与其说中国社会史已为新

时代人们所注重，不如说中国经济史已为新时代人们所注重。”⑦“经济史专号影响尤大，因为以前

谈社会史者每章连到政治文化各面，漫无边际，此则明白提出作为社会核心的经济史加以研究; 其

次便是注意材料的搜集和专精深的探讨，并一改论战时谩骂的态度。后此中国经济和食货等杂志

的作风，都可看出其有意无意地受此专号的影响。”⑧这些材料可说明《现代史学》及其“中国经济

史研究专号”所受社会史论战的影响。《现代史学》共出刊 5 卷 15 期，以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最

受重视。另如由北平社会调查所主办、陶孟和与汤象龙主编、创刊于 1932 年 11 月的《中国近代经

济史研究集刊》( 1937 年更名《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与《现代史学》一样，“《集刊》创刊略晚于

社会史论战，编者的思路正有矫正论战之偏的意味”。⑨ 社会史论战因《读书杂志》停刊而中止，其

催生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却持续下来且在日后的发展中取得显著成绩，尽管此派学人不一定

归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却在某种程度上应被视为学院派史家对社会史论战在学理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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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天津《大公报》，1930 年 7 月 15 日，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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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论战中，杜畏之不认为这是古史研究的大道，他说:“现代的古史研究者不应该上汉学家的当，不应该从辨伪中来

‘建设古史’，文字学的道路不是古史研究之大路，我们应该从社会学入手，汉学家的成绩只能作甄别文字史料的参考。”见杜畏之

《古代中国研究批评引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32 年 3 月。
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朱谦之文集》第 1 卷，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37 页。
《本刊宣言》，《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1 期，1932 年 12 月，第 3 页。
《编后余墨》，《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1 期，1932 年 12 月，第 243 页。
陈啸江:《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编后》，《现代史学》第 1 卷第 3—4 期合刊，1933 年 5 月，第 367 页。
乐水:《〈现代史学〉的回顾》，《现代史学》第 4 卷第 3 期，1941 年 8 月，第 73 页。
陈峰:《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民国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探索》，《齐鲁学刊》2012 年第 5 期，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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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应。
总的看来，对于社会史论战中甫一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主流史学界并不十分敏感。社会

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要回到现实问题中去，如王礼锡所言: “这中国社

会史的问题所以能引起中国全社会的兴趣，就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要了解的问题，而且是解决行动问

题的前提。”①看上去便与标榜史学“求真”的学院派史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间隙。然而社会史论

战的主旨，却未必不是学院派史学所或缺的，学院派史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证明的历史研究模式，

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观念并能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的史学

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急需的理论”。② 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

中国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③、普遍生硬的史论结合特征、颇显勉强的跨学科操

作等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同。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

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

强，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正契合了这一需求。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参与者也多少意识到这个问题，

“如果对于过去的理论形式不彻底地加以批判，不尽量地应用新材料，不能把握坚固的社会内容即

阶级观点; 而从各自私党利害上，作烦琐哲学的论辩，甚而至于谩骂，则论战时期，会延长着”。④

《读书杂志》上的论战并没有继续，而是在 1933 年 8 月因杂志被封而不得不偃旗息鼓。“一场混战

使大家感觉无知了，于是返回头来，从新做起。”⑤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

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吕振

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家更趋活跃，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

营在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形成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此前唯物史观在中国的

介绍和传播，用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的现实社会、尝试用唯物史观认清中国革命道路的努力，以及中

国共产党先驱对唯物史观学说的论述，各派人士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均应视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前的铺垫。唯有主动自觉地将中国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起来研

究和讨论，才称得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基于“知其所以然”
“事实之中求其所以是”的研究意识，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社会史论战是从社会性质问题延

伸至社会史问题的讨论，前者表现为“根据地下发现的实物”探求“唯物论的适应度”，后者表现为

追索其“逻辑发生”的“史的生成”并“以斗争的姿态在思想的战场上出现”，虽两者的研究路径和

研讨形式不尽相同，却都是有意识地、主动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考察、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

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初步形成。

( 责任编辑: 葛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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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 extra miles to put in place consultative mechanisms for stakeholders from the river basin and modernize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sites． Such efforts left behind some profound legacies beyond the benefits of irrigation and
played a delicate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local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Flood Control : The Dispute over“Diverting Water from the Yellow Ｒiver into the
Huai Ｒiver”in 1930s Li Fagen( 81)……………………………………………………………

The Tragedy of Conventionalists: MacMurray and the Ｒ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System
Ma Jianbiao and Liu Chang( 96)…………………………………………………………………

After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advocated the principle of“open diplomacy”，which
later merg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resulted in a new“Conventionalism”that aimed to replace
the“ol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Harding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pursue this policy after its succession to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 MacMurray，a disciple of President Wilson，became an important practitioner of“Conventionalism”． In
1921，MacMurray served as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He was one of the
architects of the“Washington Plan”，which was indeed an implementation of“Conventionalism”in Asia． The resultant
Washington System upheld the principles of“open diplomacy”and“concert of powers”in an attempt to restrain Japan's
aggressive expansion in East Asia． However，Chines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with its determination to abolish unequal
treaties，strongly shook the Washington System and forced the U． S．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principle of“concert of
powers”． As a disciple of“Conventionalism”，MacMurray，who had become Minister to China at that time，came into
sharp conflict with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ccording to MacMurray，it was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ho spearheaded the
betrayal of“Conventionalism”and in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Japanese militarism，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loss
of peace in East Asia． The failure of MacMurray was nothing but a“tragedy”for U． S． moder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oot
cause of his failure wa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always tried to evaluate and transform East Asia according to its own
crite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System was essentially a process in which the U． S． government forcibly
exported its domestic laws and values to East Asia，revealing the“legal imperialism”ten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ke Yansheng Mansion and the History of Amending the Ｒegulation on Consecrating Confucius
( Chongsheng dianli) Li Xianming( 116)…………………………………………………………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Debate on Social History
Zhang Yue( 130)……………………………………………………………………………………

Guo Moruo and others first attempted to appl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e holistic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Historiograph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first took shape when Dushu magazine initiated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uthored by Guo Moruo and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itiated by
Dushu magazine followed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 former centered on the“why”question and the latter attempted to
study social history through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Guo based his arguments on the unearthe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tried to ascertain the appropriate boundaries of materialism． In contrast，participants in the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ebate explored the logic behind history based on their analysis on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Both represented the conscientious efforts to examine th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emmed
from concerns for concrete issues on the ground，but it was manifested in the approach of“embedd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o theories”． Such an approach was incongruent with the academicism tradition in history study which concentrat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dvocated“seeking truth” in historiography． It was no wonder that it was not recognized by
mainstream historians for quite a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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